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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财政分权体制下城市创新行为是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研究忽视了这

个因素。首先分析了城市创新行为和财政分权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机理，然后基于 2005—2016 年

271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地理邻接矩阵、经济地理矩阵，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

城市创新水平、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全局效应和异质性效应。研究发现: 考察期内，环境污染在空

间全局上呈现出显著的“时间依赖”和“空间溢出”效应。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对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

抑制作用，且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 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分权对城市创新行为的干预抑制了环境污染

的治理效果。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不同创新极、不同时空节点、不同规模和不同等级下的城市创新水

平和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可为优化城市创新行为和财政分权支出

结构，促进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边际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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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些年来，中国依靠大规模要素投入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也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

增长，但多年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造成一系列生

态环境问题。《2018 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8 年，主要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的比例高达
64． 2% ; 全国地表水 1 940 个水质断面( 点位) 中，Ⅳ类及以下断面为 623 个，占比高达 32． 1%。而以
180 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参评样本的 2018 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EPI) 得分和排名显示，我国 EPI 指数

综合得分为 50． 74 分，位居第 120 位，排名较 2016 年退后 11 名，其中空气质量排名第 177 名，得分位

居全球末尾。这些都严重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公众生存空间和身心健康。面对资源枯竭和环

境恶化双重约束所衍生的社会矛盾与经济损失，党和政府将环境治理工作列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

重，并出台了一系列改善环境质量、扭转生态局势恶化的政策和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

从目前生态环境现状来看，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仍然巨大。如何改革和完善各级政府的环境治理

体系，打赢蓝天保卫战，常保“绿水青山”，促进环境治理效率提升以最终实现美丽中国梦，各级政府

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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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生态环境污染主要发生在人口规模和生产消费集中的城市区域。这不

禁让我们思考，是否可以通过革新城市发展模式，以打破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环境负外部性污染怪

圈［1］。而城市创新行为无疑是打破怪圈的重要突破口和关键要素［2］。城市创新作为新时代背景下

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是国家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成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

要一环。各级政府也试图通过城市创新行为打破传统城市化进程中因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基建施

工、公众活动等行为产生大量污染物所造成的长期“重经济生产、轻生态治理”的格局，进一步提高环

境治理效率［3］。在中国现行经济社会体制下，城市创新不仅是市场行为主导的产物，也与政府行为

的助推密切相关。城市创新行为离不开政府财政支持，而财政是政府使用“有形之手”支持城市创新

发展的重要措施［4］，财政支出结构直接决定了政府对城市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因此财政分权行为

便有可能通过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对环境污染产生极大影响。那么中国城市创新究竟对环境

污染有何影响? 城市创新、财政分权对中国的生态环境影响机制是什么? 现有文献较少对上述问题

做出直接反馈。因此，本文试图探析财政分权、城市创新行为对中国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机

理，期待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优化城市创新行为和财政分权支出结构，促进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

展提供一定的边际经验支持。
二、文献综述

( 一) 城市创新行为与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

目前学术界在城市层面对环境污染的研究主要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个方面展开。定性研

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生态伦理问题［5 7］、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作用以及理论框

架、新型城镇化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实践等几个方面［8 11］。在定量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但从已有的研

究结论看，存在一定分歧。一些学者研究表明，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城
市规模迅速扩张、能源消费的需求和工业化程度的迅速提高，直接导致污染物排放增加，严重破坏了

生态环境［12 15］。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城市化未必会增加环境污染，可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人力资本

和资源集聚等方式减少污染物的产生［16 18］。此外，有学者强调，城市化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过程，对

环境的影响是多尺度的，因此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19 26］。进一步地，考虑城市化的政策属性和

时空属性，针对新型城镇化、智慧城市和城市化空间结构与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热岛效应和城市能

耗等方面的研究也较为丰富［23 26］。
( 二)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

关于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通过对现有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

数据总结发现，目前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存在“抑制论”和“促进论”两种观点。支持“抑

制论”的研究者认为，由于各地区公共基本管理服务的异质性，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了解本地信

息，因此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环境治理的具体事务，可以因地制宜对环境问题对症下药［27 29］。此

外，在宏观上各区际政府通过纵向和横向竞争引致的“逐顶竞争”和“邻避效应”形成对财政收入的

争夺，扩大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财政支出额度，最终可改善生态环境［30］。在微观上，地方政府财

政自主权提升的同时，按照财政收支额度调整环保政策，通过对排污企业进行政策性约束，提高企业

对清洁技术的研发和使用，最终通过长期的技术效应抵消治污的成本效应［31 32］。然而，主张分权
“促进论”的学者认为，财政分权引致的财政竞争属于破坏性竞争［33］，容易引发地方政府间的“逐底

竞争”和“搭便车”行为，抑制环境污染治理的积极性［34 35］。此外，环境类产品具有显著的外部性特

征，地方政府可能通过增加生产类公共物品的支出和减少环境类公共产品的提供［36］，扭曲供给结

构，导致环境质量降低［37 38］。
综上可知，以往研究为分析城市创新行为、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框架

和实证检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探讨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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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竞争、生态效率等因素的关系或者探讨城市化、新型城市化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因果或间接因

果作用［39 40］，以财政分权为背景探讨城市创新行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比较少见。二是不同区域、不
同规模和不同时段的城市特征存在较大异质性，但现有研究鲜有差异化地考察影响环境污染的内在

机理。三是研究样本多是基于省际层面，而环境污染的空间集聚与外溢效应导致各区域污染存在显

著的空间分割，少有学者从地级市层面考察城市创新行为和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所存在的空间

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 ( 1) 将城市创新行为、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拓展了现

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了环境污染成因理论，为探索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 2) 通过空间计量方法探究了财政分权和城市创新行为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并以创

新城市集聚强度、城市规模、城市时空分割作为划分依据，细化了城市环境污染的研究。( 3) 当前对

财政分权和城市创新行为如何影响环境污染这一问题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且缺乏城市层面的研究。
本文将研究视角下沉至地级市层面，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探索城市创新行为、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

的关系，力图使城市层面环境治理相关政策更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
三、理论机理分析

本文以政府效用函数为切入点，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来分析城市创新行为、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

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假设存在两级政府和两类部门，即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生产部门和消

费部门。在中国目前政治激励模式背景之下，地方官员选择性地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外部性较高的公

共物品部门或经济建设中，以获取政治晋升的可能性［41］。因此，基于以上背景构建地方政府的效用

函数 Ul
i :

Ul
i = ( μ，yi，pi ) = ( 1 － μ) yi + μpi ( 1)

其中: yi 表示人均产出; pi 表示环境水平，与地方政府财政分权行为相关; μ 表示地方政府用于

环境治理的相对权重，μ∈［0，1］。相应地，环境水平与政府行为关系函数可设定为:

pi = φiGi ( 2)

φi 表示财政支出结构，Gi 表示政府财政支出规模。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源于当地税收和上

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ξi，本文假定税收比例固定不变，且 ξi 与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和财政权的错配成正

比。本文假设 ξi = ( ei － ri ) Κi，对于每一个地方政府，均有! kki + ! cci ＞ Κi，故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约

束方程为:

Gi = ei ( " kki +" cci ) + ξi ( 3)

其中财政支出和收入分权分别用 ei 和 ri 表示; Κi 表示两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基数; ci 和 ki 分别表

示效用最大下的部门消费和投资;" k表示资本投资税收比例，" c表示消费投资税收比例。参考李永

友和张子楠［42］的研究，将函数 yi 设定为:

yi = f( Ai，ki，Gi ) = Aiki σ ［( 1 － φi ) Gi］
1 － σ ( 4)

Ai 表示各城市的创新行为; 考虑到 ki 和( 1 － φi ) Gi 都属于生产函数的一部分，本文假定 σ = 1 /2，

其中，fki ＞ 0，fkiki ＜ 0 分别代表 ki 的边际生产和边际收益递减。类似地，fGi ＞ 0，fGiGi ＜ 0，表示随着 φi 的

增加，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本将会逐渐减少，最终导致 yi 也将减少。同理，生产部门的资本约束方

程为:

k
·

i = γi yi －" kki + εi ( 5)

其中 γi 为居民储蓄率，εi 表示资本边际收益差异导致的各区域间的资本流动。当区域之间资

本流动达到平衡时，不同区域的资本边际收益彼此接近。本文假定区域资本完全流动，则 εi = 0。
消费效用函数设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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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c = 2ci

1 /2 ( 6)

其中 ci 表示消费者消费的商品数量，并且假定产品价格 P = 1，因此消费部门的约束方程为:

ci = ( 1 － γi ) yi －" cci ( 7)

当地方政府竞争达到平衡时，存在k
·

i = 0，εi = 0。因此，联立函数方程( 4) 和( 5) 可得:

k*i = A2
i
γi

"( )
k

2

( 1 － φi ) Gi ( 8)

y*i =
Aiγi ( 1 － φi ) Gi

" k
( 9)

显然，消费的均衡取决于 y*i ，因此，联立方程( 7) 和( 8) 可得:

c*i =
Aiγi ( 1 － γi ) ( 1 － φi ) Gi

" k ( 1 +" c )
( 10)

将函数方程( 8) 、( 9) 和( 10) 导入方程( 3) 可得:

G*
i = A2

i ei " k
γi

"( )
k

2

( 1 － φi ) G
*
i 1 +" c

1 － γi

1 +"( )
c

1
Aiγi

+ ξ[ ]i ( 11)

其中令 Qi = Ai
2 " k

γi

"( )
k

2

1 +" c
1 － γi

1 +"( )
c

1
Aiγ[ ]

i
，G*

i 就等于:

G*
i =

ξi
1 － Qiei ( 1 － φi )

( 12)

联立函数方程( 1) 、( 2) 、( 9) 和( 12) 可得:

Ul
i = ( 1 － μ) Ai

γi

" k
( 1 － φi ) + μλ[ ]i G*

i

令 Bi = ( 1 － μ) Ai
γi

" k
，Ul

imax简化为:

Ul*
imax =［Bi ( 1 － φi ) + μφi］

ξi
1 － Qiei ( 1 － φi )

( 13)

进一步对 φi 求偏导，得出效用函数极值点:

dUl*
imax

dφi
=

( － Bi + μ － μQiei ) ( ei － ri ) Κi

［1 － Qiei ( 1 － φi) ］2 ( 14)

假定 ei － ri ＞ 0，那么，－ Bi + μ － μQiei = 0，并联立函数方程( 5) 、( 6) 可得:

μ 1 － ei
γi +" k

1 +"( )
c

[ ]－ 1
ki

( 1 － φi ) G[ ]
i

1
2

+ μ = 0 ( 15)

通过方程( 11) 和( 15) 分别对 Ai 和 ei 求一阶偏导得:

Gi

ei
－
pi
ei

=
－ ki ( γi +" k ) ［( μ － 1) ( 1 +" c ) － ei ( γi +" k) ］

μ( 1 +" c )
2 ( 16)

p*

Ai
= ξi

1 －Qieiφi ( 1 － φi
[ ])

2

eiφi ( 1 － φi ) 2Ai " k
γi

"( )
k

2

1 +" c
1 － γi

1 +"( )
c

1
Aiγ[ ]

i
+" k

" k

γ( )
i
" c

1 +" c

1 － γ( )
i

{ }
2

( 17)

由方程( 16) 可知，
Gi

ei
－
pi
ei

＞ 0。当
Gi

ei
＞ 0 和

pi
ei

＞ 0 时，意味着当把环境治理纳入地方政府效用

函数时，地方政府对环境等公共产品也更加重视，地方政府将投入更多财政资金运用到环境治理中，

从而改善环境质量。而当
Gi

ei
＜ 0 和

pi
ei

＜ 0 时，在将环境等公共产品纳入政府治理函数内也并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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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环境水平，表明在当前的财政分权水平下，地方政府可能并未转变政绩目标函数，还是以“重生

产服务，轻环境产品”的投资偏好为主，最终导致环境治理的低效率。此外，由方程( 17 ) 可知，当

Ai ＞
" c［γi

2 ( 1 － γi )
3 +" 3

c ( 1 +" c )
2］

( 1 +" c ) γ
3
i ( 1 － γi )

2 ，p
*

Ai
＞ 0时，表明城市创新行为有利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环

境污染; 反之，当 Ai ＜
" c［γi

2 ( 1 － γi )
3 +" 3

c ( 1 +" c )
2］

( 1 +" c ) γ
3
i ( 1 － γi )

2 ，p
*

Ai
＜ 0 时，城市创新行为并未给环境治理带

来明显的改善作用，说明技术性的减污效用不仅仅与技术有关，还与" c和 γi 的强弱程度相关。那

么，城市创新行为、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究竟有何影响? 下文对此进行进一步甄别。
四、模型构建、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一) 基准模型设定

已有研究主要在非空间架构下探讨城市活动和环境问题，忽视了空间上的相互影响，而环境污

染具有波及范围广、流动性较强和危害滞留期较长等特点，且在空间上存在不均衡分布，这一点明显

不符合传统计量方法的框架。因此，本文借鉴 Le Sage and Pace［43］的研究范式，将空间交互作用引入

一般性的线性模型中，并将空间滞后、空间误差模型相结合，形成更适合本文的空间杜宾( Dubin) 模

型，验证区际可能存在的空间效应。此外，在多数的主题研究中，尽管实现了对空间效应的分析，但

并未兼顾环境污染的动力学特征，忽略了时空锁定效应所可能导致的系统性偏误，因此本文将被解

释变量滞后一期纳入基准模型中，构建更为准确的动态模型:

polit = α0 + ρ∑ n

j = 1
Wijtpolit + α1polit－1 + α2uibit + α3 finit + α4∑N

i≠j
Wijtuibit

+ α5∑N

i≠j
Wijt finit +∑6

k = 1
δit xit + μi + θt + εit ( 1)

为了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对中国生态环境污染的关联效应，本文在理论模型中加入财政分权与

城市创新水平的交叉项，建立如下模型:

polit = α0 + ρ∑ n

j = 1
Wijtpolit + α1polit－1 + α2uibit + α3 finit + α4∑N

i≠j
Wijtuibit

+ α5∑N

i≠j
Wijt finit + α6uibit × finit +∑6

k = 1
δit xit + μi + θt + εit ( 2)

其中，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polit为环境污染水平; polit － 1为环境污染水平滞后一期项; uibit为城

市创新行为; finit为财政分权; 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 indit ) 、经济发展水平( pgdpit ) 、经
济发展水平的二次项( pgdp2it ) 、人口密度( podit ) 、能源消耗( eneit ) 、人力资本水平( humit ) ; ρ 为环境污

染水平的空间溢出系数; α0，α1，α2，…，αn 分别为待估参数; Wit为 n × n 阶空间权重矩阵; μi 为个体固

定效应、θ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为控制模型的异方差和多重共线性，将部分指标取自

然对数处理。
( 二) 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 1) 0 － 1 邻接矩阵的构建

由地理学第一定律可知，地理事物或属性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随机、规则和集群等特点，且这种分

布受到邻近地区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 0 － 1 邻接标准空间权重矩阵( W1 ) 来表示地理空间相关性，

W1 各元素定义如下:

Wij =
1 i 城市与 j 城市相邻

0 i 城市与 j{ 城市不相邻

若城市 i 和城市 j 有共同的地理边界( i 与 j 相邻) ，Wij = 1; 若城市 i 和城市 j 不相邻，则 Wij = 0。
( 2) 经济地理矩阵的构建

地理区位的差异仅反映出地理相关影响。除地理特征以外，经济特征也是环境污染的重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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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3］。基于此，本文构建经济地理权重矩阵，将两者在空间维度上有机结合，使空间权重矩阵可以更加

准确地刻画出不同城市空间效应的关联性、非对称性和异质性。经济地理矩阵( W2 ) 各元素定义如下:

Wa =
1

| xi － xj | + 1
，i≠j

1，i =
{

j

Wb =
1
d2 ，i≠j

0，i =
{

j
W2 =Wa ×Wb

其中，d 为两地区地理中心位置之间的距离，xi 表示城市 i 研究期内的年人均 GDP，xj 表示城市 j
研究期内的年人均 GDP，W2 为中国各城市年人均 GDP 差值的绝对值的倒数与两城市距离平方的倒

数的乘积。
( 三) 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了描述城市创新行为、财政分权和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首先需要结合上述空间矩阵测算

出空间关联度，并对其加以检验，目前学者主要采用全局 Moran's I 指数对其进行验证。其公式为:

Ii =
n∑ n

i = 1∑
n

j = 1
Wij ( ai － a－ ) ( aj － a－ )

∑ n

i = 1
( ai － a－ ) 2

式中，I 表示莫兰指数，I∈( － 1，1) 。当 I 显著大于 0 时，表示具有空间正相关性; 反之，当 I 显著

小于 0 时，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性。如果 I 等于 0，表明环境污染在空间上呈现随机分布，并无空间

相关性特征。n 是样本总容量，ai 为第 i 区域某年环境污染水平，aj 为第 j 区域某年环境污染水平，a－

表示年均环境污染水平，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
( 四) 变量与数据

1． 被解释变量

中国生态环境污染( pol) : 中国最主要的污染是工业污染，工业污染在相态上分为固态污染物、
液态污染物和气态污染物，因此在环境污染指标的选取上应同时考虑固体工业烟尘、固体废弃物、固
体烟粉尘、液体工业废水、气体氮氧化物、气体工业二氧化硫等三种物理形态的污染物，但是受限于

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工业二氧化硫作为环境污染的代理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城市创新行为( uib) : 囿于统计方法和数据资料，目前关于城市层面创新活动的研究十分有限，

主要使用三类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 度量技术进步或创新活动，但是均存在一

定缺陷。本文借鉴寇宗来等［44］测量的城市创新指数来综合反映城市创新行为( uib) 。该指标具有

如下优势: 第一: 利用专利价值作为创新产出数据，修正了因创新投入和产出重复计算所造成的偏

差。第二，将创业纳入创新层面，构成新的创新主体，把新注册企业作为其他类型的创新产出，保证

创新指数的完整性。第三，采用专利更新模型测算不同年份专利的潜在价值，多维度构建城市创新

指数，并加总到城市层面，克服了直接采取专利数量衡量创新水平不能反映专利潜在价值和专利质

量的问题。
财政分权( fin) : 以往文献主要从财政支出权、财政收入权与财政自主权三个方面度量财政分

权。其中政府财政支出及其大小与科技水平、创新程度等直接相关，因此本文使用财政支出分权对

财政分权加以表征。鉴于财政支出资源分配可能受到各区域人口规模的影响，本文借鉴李政和杨思

莹［45］的研究思路，采用城市人均财政预算内支出除以中央人均财政预算内支出与城市人均财政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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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内支出之和衡量财政分权。
3． 控制变量

考虑到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较多，因此本文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 pgdp) 采

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测度。根据 EKC 假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

因此本文加入经济发展水平的二次项。人口密度( pod) 采用年末常住人口与辖区总面积之比测度。
能源消耗( ene) 采用人均电力消耗强度进行测度。产业结构( ind) 采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

重测度。人力资本( hum) 采用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与城市总人数之比测度。外商直接投资( fdi) 采用

各地级市外商直接投资额( 根据当年年平均汇率将美元折算为人民币) 与 GDP 之比来测度。环境规

制( eqc) 采用二氧化硫去除率来衡量［46］。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ol 3 252 5． 744 8 4． 831 2 0． 000 0 49． 637 7
Polw 3 252 72． 879 8 88． 791 0 0． 070 0 912． 600 0
uib 3 252 5． 851 1 25． 674 0 0． 000 0 694． 047 0
fin 3 252 37． 446 8 11． 650 7 10． 258 7 92． 696 2
pgdp 3 252 10． 272 3 0． 720 7 8． 109 8 12． 456 4
pod 3 252 980． 124 9 904． 738 4 13． 000 0 14 052． 410 0
ene 3 252 6． 988 8 1． 192 2 3． 565 293 11． 560 0
hum 3 252 1． 631 3 2． 244 4 0． 000 13． 112 4
ind 3 252 36． 709 7 8． 638 7 8． 58 85． 340 0
fdi 3 252 2． 144 6 3． 060 3 0． 000 0 76． 926 0
eqc 3 252 0． 461 8 0． 282 5 0． 000 0 1． 000 0

( 五)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 2005—2016 年中国 271 个地级

市平衡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所有①原

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

财政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

数据描述性统计和变量相关性见表 1。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 空间相关性结果分析

采用 Moran 指数法引入 0 － 1 邻接地理权

重矩阵、经济地理权重矩阵进行空间关联性检

验，并使用 stata15 软件得出相关分析结果，相
表 2 两种权重矩阵下环境污染的 Moran's I 指数

年份
0 － 1 邻接 经济地理

莫兰值 z 值 莫兰值 z 值

2005 0． 029＊＊＊ 4． 392 0． 145＊＊＊ 5． 771
2006 0． 028＊＊＊ 4． 284 0． 148＊＊＊ 5． 904
2007 0． 023＊＊＊ 3． 585 0． 134＊＊＊ 5． 368
2008 0． 023＊＊＊ 3． 673 0． 149＊＊＊ 5． 948
2009 0． 027＊＊＊ 4． 218 0． 137＊＊＊ 5． 503
2010 0． 014＊＊＊ 2． 471 0． 113＊＊＊ 4． 735
2011 0． 032＊＊＊ 4． 885 0． 149＊＊＊ 5． 981
2012 0． 045＊＊＊ 6． 697 0． 176＊＊＊ 7． 007
2013 0． 054＊＊＊ 7． 878 0． 184＊＊＊ 7． 306
2014 0． 053＊＊＊ 7． 689 0． 197＊＊＊ 7． 783
2015 0． 051＊＊＊ 7． 486 0． 182＊＊＊ 7． 211
2016 0． 018＊＊＊ 3． 004 0． 156＊＊＊ 6． 273

关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以看出，我国各地级市

在 2006—2016 年间，环境污染的全局 Moran's I 值均

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即在全域范围内，我国的

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性和一定的空间

集群现象。
( 二) 回归结果直接效应分析

考虑到跨时期因素和城市个体差异有可能导致

结果偏误，本文将模型初步设定为城市个体双向固

定空 间 杜 宾 模 型，并 对 模 型 进 行 LＲ 和 Wald 检

验［47］，相关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无论是 LＲ 统计

量或 Wald 统计量，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

假设，因此本文采用双向固定空间动态杜宾模型开

展对环境污染的研究。为便于对比，引入了非空间

效应下随机效应模型和城市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 3 得知，第( 3) 列、第( 4) 列的 Ｒ2 最高，

说明估计效果最佳。另外通过比较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非空间面板模型的回归值可知，考虑了空间

因素的动态杜宾模型的各变量回归系数与非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系数在方向上基本相同，这直接验

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因此，本文分析回归结果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为主。
从被解释变量来看，环境污染滞后一期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时空

滞后效应，即环境污染在时空上存在“滚雪球”效应，前期滞留的污染物可能会对后期的生态环境产

生影响。环境污染的相关系数 ρ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区际互动，本地

污染物的增加会对邻近地区的环境污染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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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城市创新行为、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直接影响

变量
非空间面板模型

ＲE
非空间面板

FE
空间距离 0 － 1 矩阵

SDM
经济地理矩阵

SDM 变量
非空间面板模型

ＲE
非空间面板

FE
空间 0 － 1 矩阵

SDM
经济地理矩阵

SDM
( 1) ( 2) ( 3) ( 4) ( 1) ( 2) ( 3) ( 4)

L． pol 0． 621 5＊＊＊ 0． 612 4＊＊＊ eqc －3． 285 7＊＊＊ －3． 341 8＊＊＊ －2． 186 8＊＊＊ －2． 198 3＊＊＊

( 0． 016 2) ( 0． 016 1) ( 0． 203 8) ( 0． 203 2) ( 0． 182 1) ( 0． 181 7)

uib －0． 015 8＊＊＊ －0． 015 7＊＊＊ －0． 005 2＊＊＊ －0． 005 0＊＊ ρ 0． 335 5＊＊＊ 0． 205 1＊＊＊

( 0． 002 3) ( 0． 002 3) ( 0． 002 0) ( 0． 002 0) ( 0． 110 5) ( 0． 038 8)

fin 0． 042 9＊＊＊ 0． 026 4＊＊ 0． 015 6 0． 013 6 _cons 9． 575 6 8． 759 6
( 0． 011 4) ( 0． 012 3) ( 0． 010 4) ( 0． 010 6) ( 8． 036 0) ( 8． 065 6)

pgdp －0． 253 1 0． 255 5 1． 759 8 1． 444 9 δ2 2． 911 0＊＊＊ 2． 881 3＊＊＊

( 1． 593 0) ( 1． 605 8) ( 1． 684 1) ( 1． 844 3) ( 0． 069 2) ( 0． 068 5)

pgdp2 － 0． 015 9 － 0． 031 2 － 0． 077 8 － 0． 068 3 LＲSAＲ 30． 86 38． 46
( 0． 078 6) ( 0． 079 1) ( 0． 080 4) ( 0． 087 6) ［0． 001 2］ ［0． 000 0］

ene 0． 520 2＊＊＊ 0． 307 7＊＊ 0． 159 3 0． 147 7 LＲSEM 77． 87 41． 22
( 0． 123 4) ( 0． 135 4) ( 0． 120 1) ( 0． 119 1) ［0． 000 0］ ［0． 000 0］

pod 0． 000 3＊＊＊ 0． 000 2* 0． 000 2* 0． 000 2 WaldSAＲ 29． 96 41． 44
( 0． 000 1) ( 0． 000 1) ( 0． 000 1) ( 0． 000 1) ［0． 000 9］ ［0． 000 0］

hum －0． 025 0 － 0． 211 0＊＊＊ －0． 091 5 － 0． 100 4 WaldSEM 28． 09 37． 00
( 0． 069 0) ( 0． 081 0) ( 0． 074 9) ( 0． 077 0) ［0． 000 9］ ［0． 000 0］

ind －0． 092 9＊＊＊ －0． 098 8＊＊＊ －0． 003 2 － 0． 009 3 其他变量 YES YES
( 0． 010 3) ( 0． 010 5) ( 0． 011 8) ( 0． 012 3) 双向固定 YES YES

fdi －0． 003 0 － 0． 007 6 － 0． 007 9 － 0． 002 9 Ｒ2 0． 228 5 0． 232 4 0． 592 7 0． 735 4
( 0． 016 0) ( 0． 015 9) ( 0． 013 5) ( 0． 013 4) N 3 252 3 252 2 981 2 981

注: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 内代表标准误，［］内代表 p 值。

城市创新行为系数至少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对生态环境污染存

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一般而言，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在宏观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的规模化、
集约化利用，最终降低环境污染。而在微观上主要是通过生产技术创新和治理技术创新影响污染物

排放。其中，生产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生产工艺的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降低能源消耗

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治理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生产中治污技术的进步，生产工艺的绿色、高效和

污染处理设施的升级等，最终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
财政分权对中国生态环境污染的影响为正，但统计特征整体上并不明显，这证实了财政分权在

全局上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复杂性。其原因可能在于: 首先，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导致地方政府拥有

较大的财政自主权，在早期中国“唯 GDP 论”和“逐底竞争”的政治晋升激励条件下，地级市政府更倾

向于将财政向经济建设倾斜，而忽略了对环境类公共产品的投入，造成对环境保护投入不足，加剧了

地方的环境污染; 其次，环境产品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方面有

“搭便车”的动机，造成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消极应对; 再者，鉴于中国户籍制度的限制，Tiebout 的

“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并不成立，因此地方政府选择性忽视公众对环境的诉求，造成环境污染愈演

愈烈。伴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和环境质量在政府政绩考核中的比重也

不断提高，导致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偏好逐渐向公共环境治理投入转移，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环境污染的加剧。
( 三) 回归结果关联效应分析

为验证城市创新行为与财政分权的关联作用，在基准模型( 1) 的基础上引入财政分权与城市创

新行为的交互项，相关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不考虑空间和地理相关性的 Ｒ2 均较小，主要兴趣变量

的稳健程度欠佳，表明未考虑空间关联性的模型可能会导致估计有偏。而能够同时从时间维度和空

间维度上捕捉兴趣变量依赖特征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主要兴趣变量估计系数在显著性和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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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与前文保持一致，再次证明了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稳健性，因此分析主要以空间模型为主。
从整体上来看，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本文关注的兴趣变量估计结果符号和显著性相差不大，具有较

高的稳健性。环境污染滞后一期的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前期污染物将会对后期污

染产生严重影响，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 城市创新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系数值介于

－ 0． 105 0 ～ － 0． 043 4 之间; 财政分权的系数整体为正，数值处于 0． 008 9 ～ 0． 031 0 之间。

表 4 城市创新行为、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关联影响

变量
非空间面板模型

ＲE
非空间面板

FE
空间 0 － 1 矩阵

SDM
经济地理矩阵

SDM 变量
非空间面板模型

ＲE
非空间面板

FE
空间 0 － 1 矩阵

SDM
经济地理矩阵

SDM
( 1) ( 2) ( 3) ( 4) ( 1) ( 2) ( 3) ( 4)

L． pol 0． 611 5＊＊＊ 0． 600 7＊＊＊ ( 0． 069 5) ( 0． 081 5) ( 0． 075 7) ( 0． 079 7)

( 0． 016 2) ( 0． 016 2) ind －0． 086 4＊＊＊ －0． 091 8＊＊＊ －0． 002 3 － 0． 009 9
uib －0． 103 2＊＊＊ －0． 105 0＊＊＊ －0． 043 4＊＊＊ －0． 045 1＊＊＊ ( 0． 010 2) ( 0． 010 4) ( 0． 011 8) ( 0． 012 3)

( 0． 011 0) ( 0． 010 9) ( 0． 009 3) ( 0． 009 6) fdi －0． 000 5 － 0． 004 6 － 0． 006 1 － 0． 001 9
fin 0． 031 0＊＊＊ 0． 016 4 0． 010 2 0． 008 9 ( 0． 015 9) ( 0． 015 7) ( 0． 013 4) ( 0． 013 4)

( 0． 011 4) ( 0． 012 2) ( 0． 010 4) ( 0． 010 6) eqc －3． 215 4＊＊＊ －3． 282 1＊＊＊ －2． 204 5＊＊＊ －2． 213 5＊＊＊

uib × fin 0． 001 1＊＊＊ 0． 001 1＊＊＊ 0． 000 5＊＊＊ 0． 000 5＊＊＊ ( 0． 202 2) ( 0． 201 0) ( 0． 181 3) ( 0． 180 9)

( 0． 000 1) ( 0． 000 1) ( 0． 000 1) ( 0． 000 1) ρ 0． 247 2＊＊ 0． 189 7＊＊＊

pgdp －2． 684 8* － 2． 287 3 0． 553 4 0． 134 2 ( 0． 118 9) ( 0． 039 1)

( 1． 606 1) ( 1． 616 1) ( 1． 703 7) ( 1． 861 4) _cons 20． 801 5＊＊ 20． 376 9＊＊

pgdp2 0． 112 5 0． 101 6 － 0． 019 8 － 0． 005 3 ( 8． 080 7) ( 8． 092 6)

( 0． 079 4) ( 0． 079 8) ( 0． 081 4) ( 0． 088 4) δ2 2． 885 3＊＊＊ 2． 854 5＊＊＊

ene 0． 562 3＊＊＊ 0． 374 8＊＊＊ 0． 173 7 0． 181 0 ( 0． 068 5) ( 0． 067 9)

( 0． 122 2) ( 0． 134 1) ( 0． 119 7) ( 0． 118 8) 其他变量 YES YES
pod 0． 000 3＊＊＊ 0． 000 1* 0． 000 2 0． 000 1 双向固定 YES YES

( 0． 000 1) ( 0． 000 1) ( 0． 000 1) ( 0． 000 1) Ｒ2 0． 246 8 0． 250 1 0． 514 5 0． 709 1
hum 0． 083 6 － 0． 085 5 － 0． 047 6 － 0． 040 6 N 3 252 3 252 2 981 2 981

注: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代表标准误。

关联项系数符号为正且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财政分权刺激下城市创新对生态环境产

生消极影响。原因可能在于: 首先，正如“诺斯悖论”所述，在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和政府竞争激励背景

下，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政绩考虑，可能更倾向于追求生产率为导向的技术创新，将财政投入到短期内

能迅速产生经济效益的生产性领域，而忽视了成效周期较长的绿色偏向技术进步，最终不利于减少

污染［21］。其次，从企业层面看，地方政府为完成经济增长目标，可能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等方

式影响企业研发决策，相应企业研发创新行为也会受到影响; 同时，企业也更倾向于研发能在短期内

取得高额利润的创新技术，从而对绿色创新技术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造成污染排放增加。最后，

城市的创新发展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不仅意味着需要投入大

量资本和人力要素，还具有巨大失败风险，这显然降低了地方政府推进城市创新水平进而治理环境

污染的意愿。这一结果也得到了充分验证，根据《中国城市创新产业报告》，创新力强度上升最快的

行业主要集中在提升生产力和扩大生产规模较快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制造

炼油和化工生产专用设备制造等，而以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为代表的新经济行业虽然发展迅

速，但体量还较小。即使新经济行业和绿色行业能对环境污染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作

用很有可能被生产领域的“虹吸效应”和“抵消效应”所湮没，最终并没有减少环境污染。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的结果不再赘述。
( 四) 异质性分析

上述实证结果表明城市创新水平、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在全域空间上存在较强的关联性，

但局域空间有可能表现出与全域空间相异甚至完全相悖的非典型情况。因此，本文分别从城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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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城市时空和城市规模三个角度加以拓展分析，进一步对异质性进行识别。
1． 区域异质性

首先，考虑到中国创新行为在区域上的集聚特征，本文依据创新集聚强度将 271 个地级市划分

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西、中部、西北、东北和大西南八大创新极。通过上述计量模型的适用

性检验，本文依旧采用城市个体与时间双固定的空间动态杜宾模型进行分析，囿于篇幅，本文只报告

了经济地理权重实证结果( 如表 5 所示) 。整体上看，不同城市创新极主要变量的显著性和方向性均

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从被解释变量来看，其动态效应在珠三角、环渤海、海西、中部、西北、东北和大

西南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而在长三角并不显著; 空间效应在长三角、珠三角、海西、西北和大西南

显著，而在环渤海、中部和东北创新极并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环境污染的“棘轮效应”和“空间溢

出效应”在八大创新极上出现明显分化，不同创新极的环境污染效应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

表 5 区域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长三角 珠三角 环渤海 海西 中部 西北 东北 大西南

直接效应 L． pol 0． 000 9 0． 484 8＊＊＊ 0． 673 4＊＊＊ 0． 535 2＊＊＊ 0． 633 3＊＊＊ 1． 065 7＊＊＊ 0． 750 2＊＊＊ 0． 285 9＊＊＊

( 0． 056 0) ( 0． 091 2) ( 0． 040 6) ( 0． 046 6) ( 0． 034 4) ( 0． 051 0) ( 0． 059 0) ( 0． 059 2)

uib － 0． 043 4＊＊＊ － 0． 002 7 － 0． 029 4＊＊ － 0． 027 2* － 0． 022 9＊＊ 0． 016 0 － 0． 023 5* － 0． 014 2
( 0． 007 6) ( 0． 004 1) ( 0． 011 6) ( 0． 015 2) ( 0． 009 9) ( 0． 014 7) ( 0． 012 1) ( 0． 023 5)

fin － 0． 044 3 0． 038 9 0． 071 7* 0． 023 6 0． 021 0 － 0． 015 4 0． 031 0* 0． 038 2
( 0． 079 2) ( 0． 095 0) ( 0． 037 3) ( 0． 033 3) ( 0． 030 4) ( 0． 040 5) ( 0． 017 3) ( 0． 042 2)

ρ 0． 341 0＊＊＊ 0． 378 8＊＊ 0． 048 1 0． 457 3＊＊＊ 0． 021 4 0． 244 1＊＊＊ 0． 105 3 0． 169 0
( 0． 123 1) ( 0． 156 9) ( 0． 088 2) ( 0． 110 1) ( 0． 068 5) ( 0． 075 4) ( 0． 103 5) ( 0． 105 2)

δ2 3． 669 8＊＊＊ 0． 490 0＊＊＊ 2． 100 4＊＊＊ 0． 395 8＊＊＊ 2． 014 7＊＊＊ 3． 042 0＊＊＊ 0． 418 1＊＊＊ 6． 953 6＊＊＊

( 0． 289 8) ( 0． 067 2) ( 0． 122 4) ( 0． 035 2) ( 0． 098 4) ( 0． 222 4) ( 0． 034 1) ( 0． 642 3)

Ｒ2 0． 003 0． 269 0． 717 0． 097 0． 743 0． 688 0． 802 0． 052
关联效应 L． pol － 0． 013 9 0． 481 9＊＊＊ 0． 675 2＊＊＊ 0． 567 2＊＊＊ 0． 608 1＊＊＊ 1． 038 3＊＊＊ 0． 715 8＊＊＊ 0． 284 8＊＊＊

( 0． 056 0) ( 0． 087 6) ( 0． 040 6) ( 0． 050 0) ( 0． 035 4) ( 0． 051 0) ( 0． 058 7) ( 0． 059 2)

uib 0． 081 1 － 0． 071 4＊＊＊ － 0． 085 8 0． 001 2 － 0． 164 3＊＊ 0． 126 8 － 0． 362 2＊＊＊ 0． 045 4
( 0． 066 2) ( 0． 026 2) ( 0． 070 9) ( 0． 038 3) ( 0． 082 0) ( 0． 295 7) ( 0． 131 6) ( 0． 076 2)

fin － 0． 017 6 － 0． 074 1 0． 069 7* 0． 032 3 0． 015 8 － 0． 009 0 0． 007 0 0． 064 5
( 0． 080 6) ( 0． 098 9) ( 0． 037 4) ( 0． 033 9) ( 0． 031 0) ( 0． 042 3) ( 0． 019 5) ( 0． 053 6)

uib × fin － 0． 002 0* 0． 000 8＊＊＊ 0． 001 1 － 0． 000 6 0． 002 5* － 0． 002 5 0． 008 3＊＊＊ － 0． 001 3
( 0． 001 1) ( 0． 000 3) ( 0． 001 4) ( 0． 000 7) ( 0． 001 4) ( 0． 006 3) ( 0． 003 2) ( 0． 001 5)

ρ 0． 343 2＊＊＊ 0． 454 0＊＊＊ 0． 043 6 0． 497 9＊＊＊ 0． 013 2 0． 201 3＊＊＊ 0． 103 0 0． 165 8
( 0． 122 9) ( 0． 155 4) ( 0． 088 4) ( 0． 110 8) ( 0． 068 3) ( 0． 076 9) ( 0． 102 8) ( 0． 105 1)

δ2 3． 613 8＊＊＊ 0． 451 9＊＊＊ 2． 098 7＊＊＊ 0． 388 8＊＊＊ 1． 987 9＊＊＊ 3． 019 0＊＊＊ 0． 404 0＊＊＊ 6． 922 7＊＊＊

( 0． 285 4) ( 0． 063 3) ( 0． 122 3) ( 0． 034 7) ( 0． 097 1) ( 0． 220 2) ( 0． 033 0) ( 0． 639 3)

其他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双向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Ｒ2 0． 020 0． 147 0． 712 0． 098 0． 705 0． 730 0． 360 7 0． 082 4
N 275 88 495 220 704 319 253 198

注: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代表标准误。

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长三角城市创新极、环渤海城市创新极、海西城市创新极、中部城市创新

极和东北城市创新极的系数至少在 10%水平下与环境污染呈现出显著负相关。珠三角创新极和大

西南创新极的城市创新水平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西北创新极的城市创新水平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

明在考察期内，城市创新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八大创新极的财政分权系数和

交互项系数也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多边分化。这也验证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制度背景下，中国区域

创新非均衡状态的环境治理过程，具体而言，受制于环境规制力度的提高以及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强

烈诉求和政绩考核制度的转变等，财政分权的提高促进环境污染的形势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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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体上还呈现出不容乐观的趋势。财政分权和城市创新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关联作用也使得某

些城市逐渐从生产型技术创新转变为绿色技术创新，但是由于绿色创新技术的时间成本与投入风险

等因素客观存在，其转变过程较为缓慢。
2． 时间异质性

在估计城市创新、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他政策或者外生冲

击的干扰，使得回归结果产生偏差。为识别和解决上述问题，本文考虑到样本考察期间中国实施了

对经济和社会影响较为深远的“十一五”计划、“十二五”计划，以及 2013 年产生了新一届政府领导

班子，因此本文以 2010 年和 2012 年作为时间节点，将研究样本分为 2006—2010 年、2011—2015 年、
2005—2012 年和 2013—2016 年四个时间段，来剖析此期间上述冲击可能对中国创新行为、财政分权

与环境污染产生的影响，相关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整体来看，不同时间段的变量估计结果方向性

基本保持一致，但是显著性差异较大。从环境污染指标来看，环境污染的动态效应均在 1%的水平下

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在“十一五”期间为正但不显著，而“十二五”期间溢出效应在 1% 水平下显著为

正; 2005—2012 年及 2013—2016 年的空间溢出效应至少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以上结果说明，不

同时期内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且空间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强。从财政

分权和城市创新水平指标来看，整体上财政分权系数均不显著，对环境污染的作用不明显，而随着时

间的增加，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 从交互项看，“十一五时期”和新一届领导班子

产生前的系数均不显著，而“十二五”时期和新一届领导班子产生后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

正。上述情况说明财政分权和城市创新水平对环境污染的作用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动态性和阶

段性。

表 6 时间区域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 1)

2006—2010
( 2)

2006—2010
( 3)

2011—2015
( 4)

2011—2015
( 5)

2005—2012
( 6)

2005—2012
( 7)

2013—2016
( 8)

2013—2016
L． pol 0． 573 9＊＊＊ 0． 572 4＊＊＊ 0． 331 9＊＊＊ 0． 324 6＊＊＊ 0． 410 7＊＊＊ 0． 406 0＊＊＊ 2． 719 4＊＊＊ 4． 987 2＊＊＊

( 0． 039 2) ( 0． 039 5) ( 0． 019 1) ( 0． 019 2) ( 0． 021 7) ( 0． 021 7) ( 0． 050 3) ( 0． 049 8)

uib 0． 009 2 － 0． 008 9 － 0． 005 3 － 0． 042 2＊＊＊ － 0． 008 9 － 0． 030 8 0． 022 9＊＊＊ － 0． 177 1＊＊＊

( 0． 012 0) ( 0． 077 5) ( 0． 003 5) ( 0． 013 8) ( 0． 005 7) ( 0． 033 8) ( 0． 004 9) ( 0． 017 3)

fin 0． 019 1 0． 017 6 0． 007 1 0． 001 6 0． 019 1 0． 018 8 0． 092 1＊＊＊ － 0． 098 4＊＊＊

( 0． 016 6) ( 0． 016 8) ( 0． 009 3) ( 0． 009 5) ( 0． 017 0) ( 0． 017 0) ( 0． 025 5) ( 0． 025 2)

uib × fin 0． 000 2 0． 000 5＊＊＊ 0． 000 3 0． 001 6＊＊＊

( 0． 000 9) ( 0． 000 2) ( 0． 000 4) ( 0． 000 2)

ρ 0． 112 8 0． 112 1 0． 181 6＊＊ 0． 188 9＊＊＊ 0． 126 7＊＊ 0． 121 7＊＊ 4． 742 0＊＊＊ 27． 379 0＊＊＊

( 0． 076 4) ( 0． 076 4) ( 0． 070 8) ( 0． 071 2) ( 0． 053 3) ( 0． 053 4) ( 0． 065 8) ( 0． 064 3)

δ2 1． 925 9＊＊＊ 1． 922 5＊＊＊ 0． 798 7＊＊＊ 0． 790 2＊＊＊ 3． 093 8＊＊＊ 3． 082 5＊＊＊ 0． 819 9＊＊＊ － 2． 376 0＊＊＊

( 0． 066 2) ( 0． 066 1) ( 0． 027 5) ( 0． 027 2) ( 0． 088 0) ( 0． 087 6) ( 0． 051 3) ( 0． 049 6)

其他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双向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 084 1 084 1 084 1 084 1 897 1 897 813 813
Ｒ2 0． 724 0． 724 0． 588 0． 563 0． 614 0． 586 0． 035 0． 003

注: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代表标准误。

3． 规模异质性
( 1) 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

众所周知，城市规模扩张是导致污染物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本文参照于斌斌［48］的做法，将

辖区人口数为200 万以上的城市设定为大规模城市，将辖区人口数为100 万 ～200 万的城市设定为大中

等规模城市，将辖区人口数为 50 万 ～100 万的城市设定为中等规模城市，将辖区人口数为 50 万以下的

城市设定为小规模城市。本次回归分析也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相关估计结果如表 7 所示。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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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看，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而估计参数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中等及大

中等城市规模的估计系数值较大，小规模城市和大规模城市的系数较小。时空效应在大中规模城市显

著，而在中小规模城市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不同规模的城市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上一期的

污染对下一期的影响尤为严重，而在大城市滞后依赖程度稍有减弱的趋势。

表 7 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大规模 大中等规模 中等规模 小规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L． pol 0． 355 2＊＊＊ 0． 341 1＊＊＊ 0． 694 8＊＊＊ 0． 690 6＊＊＊ 0． 841 0＊＊＊ 0． 836 8＊＊＊ 0． 564 5＊＊＊ 0． 557 3＊＊＊

( 0． 037 3) ( 0． 037 2) ( 0． 027 1) ( 0． 027 2) ( 0． 024 4) ( 0． 024 5) ( 0． 051 6) ( 0． 051 2)

uib － 0． 001 1 － 0． 044 6＊＊ － 0． 004 4 0． 061 5 － 0． 016 1 0． 120 5 － 0． 086 7 1． 899 7＊＊

( 0． 003 4) ( 0． 017 5) ( 0． 021 9) ( 0． 070 9) ( 0． 038 0) ( 0． 177 5) ( 0． 315 1) ( 0． 915 2)

fin 0． 029 5 0． 013 7 0． 019 5 0． 023 0 0． 023 7* 0． 027 3* － 0． 008 0 0． 005 8
( 0． 028 7) ( 0． 029 3) ( 0． 016 4) ( 0． 016 9) ( 0． 014 3) ( 0． 015 1) ( 0． 032 5) ( 0． 032 9)

uib × fin 0． 000 5＊＊ － 0． 001 4 － 0． 003 3 － 0． 046 4＊＊

( 0． 000 2) ( 0． 001 5) ( 0． 004 0) ( 0． 019 9)

ρ 0． 160 9＊＊ 0． 151 0＊＊ 0． 129 3＊＊ 0． 133 9＊＊ 0． 056 1 0． 052 7 0． 071 6 0． 044 4
( 0． 074 3) ( 0． 074 3) ( 0． 059 7) ( 0． 059 7) ( 0． 050 4) ( 0． 050 9) ( 0． 083 4) ( 0． 087 7)

δ2 5． 308 3＊＊＊ 5． 229 8＊＊＊ 2． 376 7＊＊＊ 2． 369 0＊＊＊ 1． 502 1＊＊＊ 1． 499 7＊＊＊ 1． 984 4＊＊＊ 1． 953 8＊＊＊

( 0． 280 8) ( 0． 276 5) ( 0． 096 4) ( 0． 096 1) ( 0． 061 9) ( 0． 061 8) ( 0． 133 1) ( 0． 131 0)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双向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605 605 1 023 1 023 990 990 374 374
Ｒ2 0． 476 0． 518 0． 746 0． 749 0． 872 0． 873 0． 683 0． 691

注: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代表标准误。

从核心解释变量看，城市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负相关性，但是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

财政分权系数来看，小规模城市的系数为负，而大规模、大中规模和中等规模城市的财政分权为正，

这也证明了城市创新和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在规模层面同样存在。从关联效应

来看，随着城市规模的降低，财政分权和城市创新的共同作用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效应也愈加明显。
一方面，这反映出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下，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可

以加强城市创新水平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大规模城市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带或是各

省会和副省会城市，各地方政府竞争压力较大，可能仍在参与以经济绩效为主的 GDP 竞赛，环境公

共产品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略显不足，分权下的创新行为仍以生产性创新为主。在此背景下，城

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在考察期内对环境污染的作用尤为有限［49］。
( 2) 城市等级异质性

此外，本文根据第一财经研究所对中国地级市的分类，进一步将城市样本分为一线城市、二线城

市、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考察在不同城市等级下，城市创新行为、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异质性影

响。对于上述样本的回归，限于篇幅本文只报告了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下的回归结果，相关结果如表 8
所示。结果表明，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城市创新回归系数为负数，四线城市的城市创新系数为

正，说明随着城市等级的提高，城市创新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也更加明显。二线城市的财政分权

回归系数为负，一线城市、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财政分权系数为正，整体上财政分权的提升将会增

加污染物排放。但随着公众环境诉求的不断提高，一些地方政府开始逐渐重视环境治理，最终使环

境恶化形势得到扭转［3］。从关联效应来看，一线城市和四线城市的财政分权和城市创新对环境污染

的共同作用为负，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财政分权和城市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为正，异质性在

城市等级层面同样存在，表现出环境污染治理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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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估计结果

变量
( 1)
一线

( 2)
一线

( 3)
二线

( 4)
二线

( 5)
三线

( 6)
三线

( 7)
四线

( 8)
四线

L． pol 0． 019 6 0． 017 8 0． 552 9＊＊＊ 0． 566 6＊＊＊ 0． 695 7＊＊＊ 0． 691 8＊＊＊ 0． 797 3＊＊＊ 0． 796 7＊＊＊

( 0． 066 8) ( 0． 066 7) ( 0． 039 9) ( 0． 040 3) ( 0． 033 3) ( 0． 033 3) ( 0． 019 2) ( 0． 019 2)

uib － 0． 007 2 0． 009 1 0． 003 2 － 0． 054 9 － 0． 020 4 － 0． 161 4* 0． 007 3 0． 245 3
( 0． 008 7) ( 0． 047 8) ( 0． 010 1) ( 0． 036 4) ( 0． 022 8) ( 0． 092 2) ( 0． 068 6) ( 0． 202 2)

fin 0． 015 0 0． 038 0 － 0． 003 2 － 0． 012 3 0． 021 7 0． 010 7 0． 015 5 0． 020 4
( 0． 068 7) ( 0． 073 9) ( 0． 034 2) ( 0． 034 3) ( 0． 017 4) ( 0． 018 8) ( 0． 012 2) ( 0． 012 9)

uib × fin － 0． 000 2 0． 001 2* 0． 003 3 － 0． 006 6
( 0． 000 5) ( 0． 000 7) ( 0． 002 1) ( 0． 005 2)

ρ 0． 307 8＊＊ 0． 334 6＊＊ 0． 005 7 0． 006 2 0． 125 4＊＊ 0． 133 3＊＊ 0． 198 7＊＊＊ 0． 210 0＊＊＊

( 0． 129 7) ( 0． 130 7) ( 0． 082 2) ( 0． 082 0) ( 0． 056 9) ( 0． 057 2) ( 0． 044 8) ( 0． 044 9)

δ2 9． 282 9＊＊＊ 9． 140 5＊＊＊ 1． 096 0＊＊＊ 1． 076 4＊＊＊ 2． 135 1＊＊＊ 2． 123 5＊＊＊ 2． 030 3＊＊＊ 2． 025 7＊＊＊

( 0． 950 1) ( 0． 938 6) ( 0． 079 6) ( 0． 078 1) ( 0． 100 6) ( 0． 100 0) ( 0． 063 3) ( 0． 063 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双向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65 165 319 319 759 759 1 738 1 738
Ｒ2 0． 049 0． 075 0． 532 0． 435 0． 771 0． 749 0． 848 0． 848

注: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代表标准误。

( 五) 稳健性分析

为进一步增强上述全样本条件下所得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还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 1) 替换被

解释变量。使用污染物排放强度，即二氧化硫与 GDP 之比重新衡量被解释变量; ( 2) 替换解释变量。
借鉴高翔［50］的研究，使用专利授权数( pat) 衡量城市创新; 借鉴彭星［51］的测算方式，使用本级预算内

财政收入与预算内财政支出之比( finc) 衡量财政分权。由于篇幅所限，相关稳健性检验结果略( 留存

备索)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后的主要变量系数在方向性上与前

文整体保持一致，这也证明了模型设定和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5—2016 年中国 271 个地级市组成的城市面板数据，根据经济和地理属性构建两

种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剖析了城市创新水平、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
主要研究结论表明: 环境污染在各大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 空间全局上，城市创新水平的提

升对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估计系数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关联效应表明，财政分权降低了城市创新水平对环境污染的抑制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关联作用; 此

外，由于不同城市在规模、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城市创新行为、财政分权对环境污

染的影响在不同背景下也存在异质性特征。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了更好地通过调整财政分权行为

和城市创新行为减少环境污染，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 1) 在地方，应破除污染治理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强化各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联防

治理和政策协同，推进各级政府之间环境污染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在中央，应协调各地方政府

目标函数并加强监督职能，厘清各级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权责关系，统筹联防治理和政策协同等相关

工作，优化环境制度顶层设计，规范联防治理政策要求，加强环境规制约束力，严格执行各项环境污

染排放标准，建立合理奖惩机制，加大对高污染排放企业的整改力度和处罚力度，以保证协同治理的

执行，最终通过内外联动杜绝环境污染转移的“公地悲剧”。此外，环境污染的减少离不开绿色技术

创新的支持。地方政府应把绿色创新技术的研发投入作为重要的目标函数，以绿色创新技术为依

托，通过产业、结构和规模升级优化使经济发展向环境友好型转变。
( 2) 中央政府应进一步优化政绩目标考核体系和财政分权机制。近年来，各地方政府虽然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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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环境治理投入等公共产品供给纳入政绩目标考核体系，但要消除长期形成的“重经济发展、
轻环境治理”的思想，应适当提高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等绩效在政绩指标中的比重，加强环境治理问

责机制的改革，激励地方政府转变支出目标函数，最终完成从淡化速度到强化质量的转变。同时，中

央在下放财政权利的同时要“放”“管”结合，注重中央事权与地方财权的合理分配。此外，地方政府

应建立合适的财政奖励机制以引导企业和相关科研机构加大对环境友好型创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

重点对绿色节能企业进行财政扶持; 最后，中央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绿色创新技术支付在

转移支付中所占比例，弥补地方政府环保支出的不足，同时确保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类财政资金的合

规使用，使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从“攫取之手”向“援助之手”转变，最终减少环境污染。
( 3) 城市异质性特征表明，不同情形下的城市创新行为、财政分权的环境效应差异较大，这也决

定了各级政府在相关财政政策制定和行为决策时应因地制宜，不可在政策制定上过度统一，避免在

环保治理上“一刀切”。此外，在大力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的同时，各地级市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应

当明确自身定位，避免越位或空位。同时，也应做好“守夜人”角色，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在遵

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适时给予企业相应的财政支持，减少对节能环保企业的挤出，充分发挥财

政分权对绿色创新技术的正向效应，支持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和减污治理上的主导作用，形成“企业

为主、政府为辅”的良好减污机制。

注释:
①对于数据缺失较多的城市，本文做剔除处理; 对于数据缺失较少的城市样本通过插值法补齐相关缺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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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urban innovation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factors affect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which has been neglected in previous studies． Firs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urban innovation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environment pollution，and then，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7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5 to 2016，it empirically tests the overall and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urban innovation level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y constructing geographic adjacency matrix and economic geography

matrix and using dynamic spatial Dub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during the study period，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hows

significant“time-dependent”and“spatial spillover”effects in the overall spac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urban

innovation has an obvious inhibitory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effec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positive，but not significant． After alleviating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t the same time，the local government restrains the effect of the environment pollution control

through the intervention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urban innovation． Further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urban innovation level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different innovation

poles，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nodes，different sizes，and different levels． The findings may provide some marginal empirical

support for optimizing urban innovation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xpenditure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Key words: urban innova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ynamic spatial Dubin model;

innovation pole; cooperativ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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